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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与国史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曹守亮

[摘 要]党史与国史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随着现代政党步入中国政治舞台后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关于

这个问题的学术探讨最早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隐约涉及。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党史国史关系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且涌现出许多学术观点，对国

史、党史研究的深化，党史、国史的编纂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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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的兴亡、执政集团的更迭对当时历史
发展产生的影响， 及其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关
系，历来是中国史家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 清
代思想家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中提出了
“亡国”与“亡天下”的论题，并作了理论上的
总结和阐述。 近代以来，梁启超非常重视在历
史研究中探讨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 国内各
种团体与集团实体的关系。 [1]（pp.228-230）中华民国

成立以来，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成为中国政治
的主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史学家也
开始思考政党与国家、 政党史与国家史的关
系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国共产党史的关

系，是一个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产生
而产生，并不断吸引学者去探讨的问题，同时
也是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史研究领域已经有
所涉及和讨论， 但由于共和国的历史尚短，学
术界大多将其作为党史的一部分。 正如有的学
者所指出的：“过去， 国史无疑是覆盖在 1949
年以后的党史中的。 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似乎也就是共和国史。 党的领导是决定
一切的，因而不需要再去划出一个国史来。 ”[2]

此时，人们对共和国史研究还没有作为一个学
科来认识， 所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还没有凸
显，也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在历史经验总结中初步
探讨国史与党史关系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对“文化大革命”进
行经验教训总结和拨乱反正工作的基础上，关
于党史和国史的关系问题也就提到了人们的面

前。 1978年 12月，邓小平谈到了民主和法制建
设的重要意义，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
加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
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
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3](pp.146-147)作

为补充和强调，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了党规党法
的重要性，他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
法。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 没有党规党法，
国法就很难保障。 ”[3](p.147)邓小平的这些观点阐明

了发扬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党规党
法权威的现实意义，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法和
党规党法的约束之下的新认识。 这与邓小平在
1978 年 3 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所强调
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相关观点，构成了
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关系的辩

证认识。 “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
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 在
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
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 这事实上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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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无政府主义， 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
灭。 ”[3](pp.170-171)邓小平的这些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在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新定

位奠定了基调， 这同时也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来看待党和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依

据。 1979年 9月，叶剑英提出，必须正确理解群
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进
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 切实保障
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 使党内民主
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他提出：
“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机构和党所领导的各种
组织都应当有职有权有责，都不是装饰品。党的
正确有效的领导， 就是要保证这些机构和组织
富有生气地、相互协调地工作，充分发挥它们各
自的首创精神。 ” [4](p.245)在这里，党的领导与国家
机构的关系被鲜明地提出来， 促进了人们正确
理解党和国家关系这一重大问题， 为深入总结
党史与国史的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1980 年 8月 1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的集中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的认识。他
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
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
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 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
权。 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
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
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 ”[3](p.329)这里

郑重提出也意味着接下来， 中国共产党要进行
一次党同政府关系的理性审视。

1982年，有学者从党的领导工作的外延讨
论了党的领导工作，“我们正在积极创造各种有
效的形式、渠道，使各种国家机构和经济文化机
构的工作和活动真正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这一切事实， 充分地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党和
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表现出的巨大决心、
智慧和毅力， 说明了我们的民主建设已经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p.308)至 1982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订完成后，关于党和国家关系
的认识告一段落。 新宪法于 1982年 12月 4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新宪法的总纲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
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

责。 ”[6]宪法精神在这里得到了张扬，事实上也规
范了人们对于党和国家关系的认识，澄清了“党
大还是法大”、“不得以法抗党”、“不要法律来束
缚党的手脚” 等许多在党和法关系问题上的模
糊认识。 [7](p.126)到 1989年 11月，胡乔木从机构设
置的角度指出了党史与国史的密切关系， 认为
“是不能完全分开的”， 应该实行党史馆与国史
馆两个研究机构的统一领导。 [8] 接下来的问题

是，如何撰写党史与国史，以及两者应该作何种
意义上区分与统一，等等，就是党史学者和国史
研究专家应该思考的问题了。

二、有关党史和国史关系的理论探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有关党史和国史关系
的探讨随着专门的国史研究机构的成立而日益

为研究者所关注。 1991年 1月，郑惠阐述了党史
与国史的区别：“就国史和党史的区别来说，是不
是可以说，我们党的一些高层领导的决策活动和
党务活动， 比如一些路线方针制订商讨的过程，
党的许多会议活动（包括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政
治局书记处的会议等等）， 还有党建自身的建设
活动（包括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等），党与国际
其他兄弟党的联系活动，这些都是党史要着重研
究和编写的。 国史则侧重于国家政权建设，由国
家政权所进行的种种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活

动。 ”[9]1993年 8月，邓力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稿》第一卷初稿讨论上结合具体问题着重谈了
如何将两者加以区别的问题，他更加强调对国史
上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梳理和实际产生

的历史影响的总结。 为了区别已有党史对《共同
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阐述，他指出，
可以考虑从 “共同纲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样的题目”，重点梳理出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具
体讲就是 1953 年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是如何从无到有逐步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共
同纲领》 里没有涉及最高纲领问题，《共同纲领》
不是党纲也不是党章， 可以讲是个临时约法，其
宪法的作用。作为国家宪法当时不讲社会主义是
可以的。国史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和叙述问题
……就需要从《共同纲领》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这样的叙述，既说明了宪法的来源，也说
明了党和国家的关系”。 [10](p.53)这样，虽然同样是在
讲《共同纲领》，同样是在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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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样是在讲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但由于叙
述视角的不同，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由党史研
究中侧重对政策和事件本身的解读和诠释，到在
国史编撰中注重对历史过程和事件前因后果的

考察，成为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的一大区别。 这
一理念并不局限于上述所论及的历史事件，而是
对整个共和国史研究来说均具有普遍的意义。在
邓力群看来，党史与国史的主体并没有根本性的
差别，所不同的是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1994年，从党史与国史的研究对象看，有的
学者认为党史主要指的是“以党的活动和自身建
设为主体”，是“政党建设的历史，政党活动的历
史”，“主要以党的自身的思想、 理论建设和组织
建设以及党务活动为其内容的，它的活动是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及其规律的科学”。 [11]而国史研究对象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这个主体，它“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特定
的国际条件下出现、存在和发展的,它同世界各
国发生着各种联系，这个主体自身内部有其特定
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包含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从总体上看，“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社会
发展的历史”。 [11]人们在这一时期对党史和国史

关系的认识，从内涵和外延上有更多的区分：“国
史应该全面地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 政治、
思想、文化、教育、外交、科技、国防、人口以及重
大社会事件，特大的自然灾变等，应该研究我国
各民族在当代发展的情况。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在共和国史册上，也应有它的一页位
置。党史所研究的主要应涉及党的历次代表大会
及重大的历史性会议的内容、作用和意义，党在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所制定的路线、
方针、政策及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的情况，党在
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党自身
建设的经验教训,党与群众的关系状况，党与我
国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党与国际上其他工人政
党的交往关系等等。 ”[11]这一时期，学界对党史与
国史关系的认识更加清晰、明确，而主张把台湾
史纳入国史研究的范畴之中，还是有新意的。

2004年 4月，程中原撰文指出，对建国以来
中共党史的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立和发

展的基础，这些基础包括中共十一届三中提出并
初步讨论了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叶剑英
国庆三十年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才使
得“系统地研究、撰写建国以来历史的条件趋
于成熟”。 [12](p.390)这表明，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这
两个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共同的基本点。“国史
和党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都是研究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都必须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都必须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
服务，都有咨政、育人、护国的功能。 ”[12](p.407)也正是

因此，才得出了“中共党史是共和国史的核心”，
“决定着国史的大局、走向，而国史的范围比党史
要宽广得多，从全中国的发展变化关照出共产党
的作用和影响”等认识。 程文最重要的是指出了
两个学科在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同以及研究、编
写的侧重点方面的不同。 而在党史需要在“怎样
执政”和“执政党自身建设”两个领域下更大的功
夫，而这恰是“国史无须涉及的内容”。 在侧重点
方面，“党史侧重研究和编写党中央的决策过程，
从中央到地方执行过程中的突出成绩、成功经验
和党员干部中的先进事迹，总结执政的规律和执
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 ”“国史侧重研究、编写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活动，其
决策和实施过程，各种国务活动，国家权力机关、
国家行政机关、 国家公安检察司法机关的大事，
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确定、实施，全国各族
人民在各条战线上的实践活动、突出成就和英雄
模范人物，国家机关的建设，全国人民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等等。”而要体现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的特点，还必须具备版图，行政区划，
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政治
协商，人口，阶级阶层及其关系和演变，生产力的
解放和发展，科技进步、发明创造，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矛盾和演变，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的状况
及其演变，民主与法制建设、政治机构及其演变、
文化建设和文教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
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社会建设，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和各少数民族经
济社会的发展，宗教政策和宗教问题，改革开放、
西部大开发和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中央和地方的
关系，对外关系和国际环境，自然灾害及对自然
灾害的抵御，等 23个基本要素。 [12](pp.408-409)从党史

与国史的主体差异性入手，来探讨党史与国史内
涵和外延的异同，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学术界对
这个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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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1月，朱佳木在《中共党史研究》撰
文谈到了国史与建国后党史部分的关系，并提出
中共党史的建国后部分是国史核心的观点。 [13]

2008年，有的学者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
党史“是执政党史及其执政史，是国史的史源、主
轴与基核，是国史发展的主要源泉，并规定着国
史发展的方向和国史发展的规律；而国史相对于
中共党史，是中共党史的外延以及中共党史在建
国以来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 ”[14]2009年
1月， 朱佳木发挥了以往有关国史研究的观点，
并作了系统化的阐述。 他指出：“国史研究是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为
研究对象的。 具体说，他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
会、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历史，
也包括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灾害， 或气候异常、
地震、泥石流等给人类造成的自然灾害史；不仅
要对国家整体历史进行研究， 也涉及地方史、部
门史、行业史等专史的研究；不仅对中央政府管
辖区域内的历史要研究，对暂时未受中央政府管
辖的一些地区的历史也要研究。 在这个层次上，
国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的研究是完全

吻合的。 ”[15]这里，朱佳木对国史研究作了最为广
泛意义上的理解和阐述，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国
史研究。 这对于国史研究的内涵的界定是清楚
的。而一般意义上的国史研究，在朱佳木看来，应
该是“只研究国史中带整体性、全局性的内容，
而不研究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专史的内
容”， 以及中央为促进祖国统一而作出的各种
努力以及中央政府管辖区域同暂时未受中央

政府管辖区域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员方
面的互动情况， 而不研究这些区域的社会发展
变化的情况。 [15] 对国史研究作这两个层面的划

分，对于正确把握国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发挥了
积极作用。 这样看来，国史研究的范围要比党史
研究的范围宽泛得多。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探讨
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反映了学界对新的研究理念
和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同时也反映出对已有
的共和国史研究成果加以反省和总结的必要性。

三、党史国史编撰实践成果的检验

2011 年 1 月， 中共中央批准了历时 16 年
之久编撰而成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1949—1978）出版。 这部中国共产党历史承续

第一卷， 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全面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 充分反映我们党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充分反映党探索中国自
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 充分反映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和加
强的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 [16](p.1070)这反映出，编
著者在编撰过程中时刻注意充分挖掘中国共产

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

作用的努力，这也是编著者所高悬的“探索共产
党执政规律”，“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
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服务”，“为推进党的
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服务” 的基本原则指导下
研究和探索的结晶， 带有鲜明的党史学科建设
的特色和自觉的党史意识。

2012年 9月，经过中共中央审定并批准出
版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称《国
史稿》） 由人民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王伟光撰文指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探索史、 奋斗史、 创业史和发展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 在成功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 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
设、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
得伟大胜利的历史”。 [17]欧阳淞在文章中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进行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 是一部艰
辛而辉煌的创业史、奋斗史、胜利史。 ”[18]这两个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定义都将 “国史”与
“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史学界
对国史内涵研究的新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该书
序卷作为《国史稿》的“长篇序言，承载着叙述中
华人民共和国由来的任务”，[19](p.107) 以 20万字的
篇幅不仅将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的历史、 中国
近代以来的历史， 乃至将中华民族自远古时代
170 万年的元谋人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前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的序篇整个纳入共和国史编撰与研究的

视野之中，反映出国史编撰者的大胆探索。这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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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胡乔木 1989年 11月提出关于编撰中华人
民共和国前史的设想[8]的实践，也是对新条件下
国史编撰思想的发展。其目的是“通过叙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前史’，顺理成章地道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只有这样的谋篇，
才能充分体现立意， 按照国史稿设计的蓝图把
序卷打造成合格的配套产品”。 [19](p.109)再比如，在
体现国史的特点方面，《国史稿》第一卷一方面除
了更多地“侧重于治国理政的国务活动外，在谋
篇布局时，注意增写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军队
与国防建设、卫生、体育、民族宗教、社会风尚、气
候灾害等方面的国家大事”，另一方面还注意“提
炼一些历史性的东西”，即注意考察“一项决策是
否适应了历史的变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以及“决策以后付诸实践，又使历史和社会有了
什么进步， 使国务活动和国家生活有了什么变
化”。在编著者看来，这些“历史性的东西”，才“更
能体现历史整体面貌”。 [20](pp.117、118)还有的学者具有

对比《国史稿》与现行的党史在篇目设计上的特
色，认为《国史稿》作为后出国史著作在体现国
史特点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并且将注意国
史和党史的区别，作为《国史稿》的显著特点之
一。例如，对于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中国共产党历
史》第二卷只把它们作为一节，其中《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只是一个目；而《国史稿》
却把它们作为一章。 再如，对于党的八大，《中
国共产党历史》用了一章，而《国史稿》则把它
作为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这一章中的一小节。 上述评论和推介很多
都是《国史稿》的编撰者所作的实践经验总结
和理论深化思考，反映了国史学界对于国史研
究与党史研究关系问题上的深刻的反省意识

和学科构建意识。
2013年 11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程
中原任首席专家、课题主持人）在吸收了史学界
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于共和国史的研究
对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建
立、巩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征程，这一
历史过程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 发展视角
看，即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什么
是社会主义， 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

程”。 [22](p.1)很显然这一观点吸收了既有的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
革开放等艰苦复杂的斗争， 逐步实现国家的繁
荣和人民的共同富裕”，[23](p.1)“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的指引下，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改造成
为社会主义社会，把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中国
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国家”[24](p.1)等观点

合理因素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更大范围内看，也
是参照了史学界对国史主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的，包括了理论、制度和道路等不同维度的
阐释。 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时下人们关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等问题的历史
考察需求。 2014 年 1月，欧阳淞指出：“就党史
基本著作而言， 它记载和反映的是党领导人民
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它们
“既相互独立，又密不可分，共同构成整个党的
历史， 研究编写党史基本著作就要按照这样的
布局来安排”。 [25](p.9)这里，论者所述党史基本著作
所反映出的党史基本框架结构已经与国史基本

框架结构有了很大的不同， 反映出两门学科在
学科建设理念上的异趣殊途。

四、党史与国史关系研究的前瞻性思考

近年来， 中共党史、 国史研究呈现出多样
化、多元化的趋势，各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模式均
在具体研究中不断推出研究成果， 同时也表现
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对于重新思考党史
与国史关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
第一， 对党史与国史关系问题的关注还主

要集中在国史研究领域， 党史学界对这个问题
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趣和热情。 不少党史研
究者还是抱着“先占即为所有”的原则，以自己
心目中的“党史”疆域任意驰骋，探讨着各式各
样的问题， 包括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地
位问题。有关党史学科性质问题的讨论，在相当
大的层面上呈现出就事论事的局限， 没有对党
史与相关学科关系作深入系统的探讨。 也可能
是恰恰由于这一点， 党史学界争论了好多年的
党史学科的性质和地位问题， 一直未能达成共
识。因此，笔者认为加强以党史学科建设为背景
的党史和国史关系的研究会在尽可能广阔的范

围内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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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客观的实际情况看，学术界对党史
研究与国史研究关系也存在着一种并不刻意区

分，甚至有意混为一谈的情况。有学者在强调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与国史的同一性的同时，
否定了划分两个学科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
后, 党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人民为建设新中国
而奋斗， 这时期党史和国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回
事。 ”[26]很显然这种观点，没有对党史学科与国
史学科的发展史作系统研究。 从学科发展的角
度看，从学理上厘清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必
要的，从党史与国史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看，概
括出两个学科的关系也是可能的、可行的。更有
学者以“中共党史也研究建国以后的历史，再把
当代史作为一个单独学科来对待似乎没有必

要”，[27]来否定国史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当
下， 有的学者则仍然将共和国史研究看作中共
党史研究的一部分来看待， 这也表明党史研究
与国史研究关系研究仍然需要从学科建设的高

度继续加大力度向前推进， 两者在何种意义上
应该加以区分，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三，从学界的理论探讨和编撰实践看，国

史与党史的区分已经由从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

等方面的讨论变成向编撰形态和理论支撑等领

域的探讨。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倡导以社会史研
究成果丰富国史编撰的呼声非常强烈， 社会史
被认为是区分党史与国史研究最鲜明的标志之

一。 [28]还有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提出了“国史中
的社会史”的理念，进而要构建一个比较成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体系。 [29] 20世纪 90
年代， 史学界还出现过以社会史的方法， 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想法。 [30]2012年 8月，张
静如在出版了多卷本《中国当代社会史》后，又
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当代社会史与国史的关

系问题， 提出了当代社会史与国史在研究对象
上的同一性问题。 [31]这表明至少在编纂者主观

意图上，已经是试图编写反映新中国 60多年历
史变迁的整体史论著了。 对于社会史理论和成
果的借鉴、 吸收与融合， 尤其在编撰领域的实
践， 日益成为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领域更具理
论性和创新性的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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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sty, morality theory has gained wide interest. However, the theory embodies explicit local interpretation due to the confluence of our
particular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when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ough later academic researches gradually
unveiled its denotation and connotation, the moral rarity in current China has not been intrinsically changed. Especially coupled with
new concerns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and cyber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rality meets new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morality and take a market- and cyber- oriented perspective to explicate
China’s difficulties in fostering social morality awareness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Zhang Xiao-yan)
Study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istory of CPC and that of the N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 The issu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of CPC and that of China emerges itself as CPC took hold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early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issue can be dated back to the 1980s when it was implicitly touched in the process of summing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drawing necessary lessons. Since the 1990s, such an issu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with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viewpoints of different schools, which exerted a positive influence over studies and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PC and that of China.(Cao Shou-liang)
Reflections on the Status Quo of Values of Young Social Sciences Scholars : The status quo of values of young educated social
sciences scholars not only influence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erformance, but also impos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deological trend of
social cultures. The status quo of their values is generally positive and upward while there also exist problems beyond ignorance. Current
young scholars of social sciences are commonly ambitious for career success, whereas real working environments exert a negative
influence over them. Faced with diversified schools of thoughts, most of them manage to keep their stand while some are shaken by
malic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Strengthening their value cultivation lies in intensifying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ness, making a balance
between values and interest, and actively probing into a mechanism of th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by young educated social
sciences scholars.(Zong Ai-dong)
Did Li Da and Mao Zedong have a Divergence in 1958?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of the 1980s, gossip has it that Li Da had a
divergence with Mao Zedong on issues such as the slogan of “The bolder we are, the higher yield on crops we have” propagated in
Hubei Provinc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1958. When he came to Mao Zedong in person, he made radical speech and had a
heated argument with Mao. The so-called argument originated from Mei Bai’s “recollection” while Mei didn’t make clear the exact
date. Actually, the argument was a sheer lie fabricated by Mei Bai. Mei’s writing were once completely rebuked and denied by Wang
Renzhong, who once took office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CCPC in Hubei Province. Wang explained that the talk between Mao and Li
was concerned with Marxist philosophy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1958. Wang was not invited and Mei was certainly involve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reveal the lie by Mei Bai and stifle the spread of nonsense.(Hu Wei-xiong)
The Main Ideas and Instructions Drawn From Mao Zedong’s View of People: There are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enriching
contents in Mao Ze-dong’s view of people, forming an abundant system with inherent logic. Its main ideas include upholding that
people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world history, expa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people as a notion, and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system of mass line thought. His view of refers to putting forward CPC’s aim of serving people by heart and soul and stressing
the reinforcement of constructing people’s democracy. Mao Zedong’s view of people is a great treasure of Marxist theories with
explicitl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s and manners. We should deepen the researches on contemporary values of Mao Zedong ’s view
of people so as to continually propel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Dai Li-xing)
The Problems of Western Consumption Theories: A Marxist Criticism on the Symbol Consumption Theory Represented by
Baudrillard: Baudrillard’s constructing a consumption society by the notion of consumption retains its criticism on the surface of
culture. He ignored the substantial foundation for this consumption culture whe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re detached from each
other. He failed to realize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his theory, but intended to combine the world of human and that of objects through
symbols as functioning references and to regard objects and human as the output of a symbolic system. His theory could be taken as a
transformation of Hegel’s objective idealism which missed real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a consumption society as well as its production
activities by human. What is absent in Baudrillard’s theory is the essence of Marxist materialism and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Baudrillard’s criticism deviates from Marxist production-based materialism, thus weakens its own critical strength.(Zhu Xiao-hong)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Localizing Marxism in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of CPC’s Official Newspaper Guidance: Guidance
is an influential revolutionary newspaper established by CPC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newspaper for political
authorities at early times. Despite a short five-year life, it pioneered in opening up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localizing Marxism in
China. Guidance deeply analyz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nd revolution, discussed and clarified the target and momentum of the
revolution,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grand theories such as thoughts on armed struggle and united front strategy, etc. The exploration
by Guidanc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However, confined by it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the exploration inevitably had its own historical limits. (Xu Li-bo and Wang Yue)
The Status Quo of Geopolitical Expansion and Outer Spac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 Analysis of New Thoughts of Outer
Space Politics: Since outer space is a strategic highland of geopolitics expansion, countries have led complicated and fierce political
game and competition on space control. The intrinsic rules of outer space politics suggest that the rational control over outer space is
conducive to the steadiness of win -win strategies. The competition for outer space strategy has been enormously drummed up as
countries intensified their reliance on outer space. Main powers like America, Russia and Europe have made their own ambitious
strategies for political game and competition for outer space control. The concerns about outer space politics call for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outer space politics since present outer -space -oriented theories are mainly based on wester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ave obvious weakness and limits. On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s the main
guidance for practical solutions will we manage to blaze a scientific trail for outer space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Xu Neng-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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